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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论的江南地区，主要包括长江下游干流以南的今苏南、皖南、浙沪全境以及赣东北
和闽北地区。这一区域在周代主要是吴、越两国及部分百越族群控辖与活动的范围。从考古
学文化上来看，该区域周代墓葬特点鲜明，具有较多共性，如随葬品常见原始瓷器与印纹硬陶
器的组合，土墩墓和土墩石室墓比例较高，也见竖穴土坑墓和少量支石墓及崖葬。杨楠把江南
地区土墩遗存划分为宁镇区、太湖—杭州湾区和黄山—天台山以南区三个文化区域，并将其发
展过程归纳为八期四阶段，年代从夏商之际到战国前期〔１〕。田正标将江南地区战国墓分为三
期五段，并分析了其中的楚文化因素〔２〕。本文将对江南地区周代墓葬进行整体分期，并在此
基础上开展动态的分区研究，进而讨论相关历史问题。
一　类型分析
江南地区周代墓葬资料相对零散，对墓葬的分期研究可从典型随葬品的类型分析入手。
（一）原始瓷豆
据整体形态差异，可分五型。
Ａ型：敞口，折腹。据豆盘腹部形态差别，可分三亚型。
Ａａ型：缓折腹。可分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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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楠：《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土墩遗存的分区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田正标：《江、浙、沪地区战国墓分期初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９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图一　原始瓷器
１．Ａａ型Ⅰ式豆（青山Ｄ２Ｍ２∶３）　２．Ａａ型Ⅱ式豆（独山头Ｄ１Ｍ５∶８）　３．Ａａ型Ⅲ式豆（独仓山Ｄ１Ｍ１∶１１）
４．Ａｂ型Ⅰ式豆（岗沿山 Ｍ２出土）　５．Ａｂ型Ⅱ式豆（四脚墩Ｄ５Ｍ２∶３）　６．Ａｂ型Ⅲ式豆（南岗山Ｄ１２Ｍ１∶２）
７．Ａｃ型Ⅰ式豆（浮山果园Ｄ２Ｍ６∶５）　８．Ａｃ型Ⅱ式豆（马粟ＧＧⅠＭ３∶１７）　９．Ａｃ型Ⅲ式豆（梅山墓出土）
１０．Ｂａ型Ⅰ式豆（老虎山Ｄ１Ｍ６∶１）１１．Ｂａ型Ⅱ式豆（独仓山Ｄ８Ｍ２∶５）１２．Ｂｂ型Ⅰ式豆（浮山果园Ｄ２Ｍ６∶
４）　１３．Ｂｂ型Ⅱ式豆（独仓山Ｄ７∶３２）　１４．Ｂｂ型Ⅲ式豆（大墩Ｄ１Ｍ１∶２）　１５．Ｃ型Ⅰ式豆（老虎山Ｄ１Ｍ１１∶
２）　１６．Ｃ型Ⅱ式豆（青山Ｄ１Ｍ３∶８）　１７．Ｃ型Ⅲ式豆（寨花头Ｄ６Ｍ１∶７）　１８．Ｄ型Ⅰ式豆（独仓山Ｄ３Ｍ１∶
４）　１９．Ｄ型Ⅱ式豆（弈棋 Ｍ３∶７５）　２０．Ｅ型Ⅰ式豆（柴岭山Ｄ２４Ｍ１∶３）　２１．Ｅ型Ⅱ式豆（独山头Ｄ１Ｍ５∶
７）　２２．Ｅ型Ⅲ式豆（凤凰山 Ｍ２０２∶１）　２３．Ａ型Ⅰ式碗（独仓山Ｄ６Ｍ２∶１４）　２４．Ａ型Ⅱ式碗（独仓山Ｄ７∶
７）　２５．Ａ型Ⅲ式碗（潢潼Ｄ１∶２４）　２６．Ｂ型Ⅰ式碗（独仓山Ｄ２Ｍ１∶１３）　２７．Ｂ型Ⅱ式碗（青山Ｄ２Ｍ１∶１６）
２８．Ｂ型Ⅲ式碗（独仓山Ｄ５Ｍ１∶１８）
　
Ⅰ式：浅盘，高圈足。如青山Ｄ２Ｍ２∶３（图一，１）〔１〕。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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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彭东、东安的土墩墓与土墩石室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Ⅱ式：豆盘较深，圈足较矮。如独山头Ｄ１Ｍ５∶８（图一，２）〔１〕。
Ⅲ式：深盘，矮圈足。如独仓山Ｄ１Ｍ１∶１１（图一，３）〔２〕。
演变趋势：豆盘渐深，圈足渐矮。
Ａｂ型：上腹壁带有一定弧度。可分三式。
Ⅰ式：浅盘，高圈足。如岗沿山 Ｍ２所出（图一，４）〔３〕。
Ⅱ式：豆盘较深，圈足较矮。如四脚墩Ｄ５Ｍ２∶３（图一，５）〔４〕。
Ⅲ式：深盘，矮圈足。如南岗山Ｄ１２Ｍ１∶２（图一，６）〔５〕。
演变趋势：豆盘渐深，圈足渐矮。
Ａｃ型：上腹壁斜直。可分三式。
Ⅰ式：浅盘，圈足较高。如浮山果园Ｄ２Ｍ６∶５（图一，７）〔６〕。
Ⅱ式：豆盘较深，矮圈足。如马粟ＧＧⅠＭ３∶１７（图一，８）〔７〕。
Ⅲ式：深盘，矮圈足。如梅山墓所出（图一，９）〔８〕。
演变趋势：豆盘渐深，豆盘与豆把之间交角渐大，圈足渐矮。
Ｂ型：侈口、折沿，折腹。据折腹角度差异，可分二亚型。
Ｂａ型：折腹交角近１２０度。可分二式。
Ⅰ式：上腹壁近直，圈足较高。如老虎山Ｄ１Ｍ６∶１（图一，１０）〔９〕。
Ⅱ式：上腹壁外撇，圈足较矮。如独仓山Ｄ８Ｍ２∶５（图一，１１）。
演变趋势：豆盘上腹渐向外撇，圈足渐矮。
Ｂｂ型：折腹交角近９０度。可分三式。
Ⅰ式：折腹以上较深，圈足较高。如浮山果园Ｄ２Ｍ６∶４（图一，１２）。
Ⅱ式：折腹以上较浅，矮圈足。如独仓山Ｄ７∶３２（图一，１３）。
Ⅲ式：折腹以上较浅，圈足甚矮。如大墩Ｄ１Ｍ１∶２（图一，１４）〔１０〕。
演变趋势：豆盘上腹渐浅，圈足渐矮。
Ｃ型：直口，折腹。可分三式。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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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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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江苏高淳县顾陇、永宁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６），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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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丹徒辛丰薛家村大墩、边墩发掘报告》，《印记与重塑：镇江博物馆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江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Ⅰ式：上腹壁微外敞，下腹弧收，高圈足。如老虎山Ｄ１Ｍ１１∶２（图一，１５）。
Ⅱ式：上腹壁近直，下腹斜收，矮圈足。如青山Ｄ１Ｍ３∶８（图一，１６）。
Ⅲ式：上腹壁微内敛，下腹斜收，圈足甚矮。如寨花头Ｄ６Ｍ１∶７（图一，１７）〔１〕。
演变趋势：豆盘上腹壁由微外敞渐微内敛，下腹由弧收至斜收，圈足渐矮。
Ｄ型：敛口，深折腹，矮圈足。可分二式。
Ⅰ式：敛口程度较小。如独仓山Ｄ３Ｍ１∶４（图一，１８）。
Ⅱ式：敛口程度较大。如弈棋 Ｍ３∶７５（图一，１９）〔２〕。
演变趋势：口部愈敛，折腹趋显。
Ｅ型：敛口，浅腹，高圈足。可分三式。
Ⅰ式：敛口程度较小，下腹微弧。如柴岭山Ｄ２４Ｍ１∶３（图一，２０）〔３〕。
Ⅱ式：敛口程度较大，下腹弧收。如独山头Ｄ１Ｍ５∶７（图一，２１）。
Ⅲ式：敛口程度较大，下腹弧收，盘腹甚浅。如凤凰山 Ｍ２０２∶１（图一，２２）〔４〕。
演变趋势：口部愈敛，下腹弧度渐大，盘腹渐浅。
（二）原始瓷碗
据腹部形态差异，可分二型。
Ａ型：腹部较浅，下腹内收较急。可分三式。
Ⅰ式：窄沿外侈，圈足较矮。如独仓山Ｄ６Ｍ２∶１４（图一，２３）。
Ⅱ式：窄沿上抬，圈足甚矮，有的平底内凹呈假圈足状。如独仓山Ｄ７∶７（图一，２４）。
Ⅲ式：窄沿上抬近直，饼状平底。如潢潼Ｄ１∶２４（图一，２５）〔５〕。
演变趋势：窄沿由侈渐直，由矮圈足至平底。
Ｂ型：腹部较深，下腹内收较缓。可分三式。
Ⅰ式：窄沿外折近平，圈足甚矮。如独仓山Ｄ２Ｍ１∶１３（图一，２６）。
Ⅱ式：窄沿略上抬，凹底。如青山Ｄ２Ｍ１∶１６（图一，２７）。
Ⅲ式：口部变直，厚方唇，凹底。如独仓山Ｄ５Ｍ１∶１８（图一，２８）。
演变趋势：窄沿由侈渐直，腹部渐深，由矮圈足至平底。
（三）原始瓷盘口尊
据口部、腹部形态差异，可分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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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寨花头土墩墓Ｄ２、Ｄ６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萧山柴岭山土墩墓》，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县文物管理所：《浙江上虞凤凰山古墓葬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南京博物院、宜兴市文管会：《宜兴潢潼土墩墓群发掘报告》，《东南文化》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图二　原始瓷器
１．Ⅰ式盘口尊（大石塔山墓出土）　２．Ⅱ式盘口尊（弈棋 Ｍ３∶４２）　３．Ⅲ式盘口尊（独仓山Ｄ２Ｍ１∶１８）　４．Ⅳ
式盘口尊（老虎山Ｄ１Ｍ５∶１）　５．Ａ型Ⅰ式鼓腹罐（地山岗６组∶１）　６．Ａ型Ⅱ式鼓腹罐（黄甲山墓出土）　７．
Ｂ型Ⅰ式鼓腹罐（青山Ｄ１Ｍ４∶３）　８．Ｂ型Ⅳ式鼓腹罐（横山 Ｍ１∶３６）　９．Ｂ型Ⅲ式鼓腹罐（牛头山Ｄ１Ｍ６∶
１３）　１０．Ｂ型Ⅱ式鼓腹罐（小人尖 Ｍ１∶３）　１１．Ａ型Ⅲ式鼓腹罐（弈棋 Ｍ１∶６６）　１２．Ⅰ式筒腹罐（弈棋 Ｍ３∶
７８）　１３．Ⅱ式筒腹罐（独仓山Ｄ６Ｍ２∶２０）　１４．Ⅲ式筒腹罐（石狮Ｄ４Ｍ６∶２１）　１５．Ⅳ式筒腹罐（三合塔山墓
出土）
　
Ⅰ式：浅盘口，折腹，腹部最大径略偏下。如大石塔山墓所出（图二，１）〔１〕。
Ⅱ式：浅盘口，折腹略鼓，腹部最大径居中。如弈棋 Ｍ３∶４２（图二，２）。
Ⅲ式：盘口，折腹略鼓，腹部最大径略偏上。如独仓山Ｄ２Ｍ１∶１８（图二，３）。
Ⅳ式：深盘口，鼓腹，腹部最大径位于上腹部。如老虎山Ｄ１Ｍ５∶１（图二，４）。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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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衢州市发现原始青瓷》，《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演变趋势：盘口渐深，口径由小于腹径到与腹径相若再到大于腹径，折腹程度渐弱，腹部最
大径渐上移。
（四）原始瓷鼓腹罐
据口部形态差异，可分二型。
Ａ型：盘口。可分三式。
Ⅰ式：盘口宽坦，下腹弧收，最大腹径居中，矮圈足。如地山岗６组∶１（图二，５）〔１〕。
Ⅱ式：盘口略小，下腹斜弧内收，最大腹径居中，小平底。如黄甲山墓所出（图二，６）〔２〕。
Ⅲ式：盘口小而浅，下腹斜收较急，腹壁微向内凹，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小平底。如弈棋
Ｍ１∶６６（图二，１１）。
演变趋势：盘口由大而深至小而浅，下腹由弧收至斜收，腹壁渐向内凹，最大腹径逐渐上
移，由矮圈足至小平底。
Ｂ型：窄沿外侈。可分四式。
Ⅰ式：下腹弧收，最大腹径居中，小平底加厚呈假圈足状。如青山Ｄ１Ｍ４∶３（图二，７）。
Ⅱ式：下腹弧收，最大腹径位于腹中部偏上，小平底。如小人尖 Ｍ１∶３（图二，１０）〔３〕。
Ⅲ式：下腹斜收较急，腹壁微向内凹，肩部隆起，小平底。如牛头山 Ｄ１Ｍ６∶１３（图二，
９）〔４〕。
Ⅳ式：下腹急收，腹壁内凹明显，鼓肩，小平底。如横山 Ｍ１∶３６（图二，８）〔５〕。
演变趋势：下腹由弧收至斜收，腹壁渐向内凹，最大腹径逐渐上移，由假圈足至小平底。
（五）原始瓷筒腹罐
据整体形态差异，可分四式。
Ⅰ式：窄沿外侈，深弧腹，矮圈足。如弈棋 Ｍ３∶７８（图二，１２）。
Ⅱ式：直口，溜肩，深弧腹，平底。如独仓山Ｄ６Ｍ２∶２０（图二，１３）。
Ⅲ式：子母口，溜肩，深弧腹近直，平底。如石狮Ｄ４Ｍ６∶２１（图二，１４）〔６〕。
Ⅳ式：子母口，折肩，深腹近直，平底。如三合塔山墓所出（图二，１５）〔７〕。
演变趋势：口部由窄沿外侈渐直渐短，腹壁由弧渐直，由矮圈足至平底。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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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教局：《江苏丹徒横山、华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９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石狮土墩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１９８０－１９９０）》，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
朱建明：《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东南文化》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图三　原始瓷器
１．Ａ型Ⅰ式盅式碗（独仓山Ｄ６Ｍ１∶６）　２．Ａ型Ⅱ式盅式碗（独仓山Ｄ９∶２）　３．Ａ型Ⅲ
式盅式碗（青山 Ｍ８∶３０下）　４．Ａ型Ⅳ式盅式碗（羊山 Ｍ１∶１０）　５．Ｂ型Ⅱ式盅式碗（大
真山Ｄ９Ｍ１∶２８－５）　６．Ｂ型Ⅰ式盅式碗（便山Ｄ４９７∶１４）　７．Ｂ型Ⅲ式盅式碗（笔架山
Ｄ１３０Ｍ１∶４）　８．Ⅰ式双耳盖罐（鼻子山 Ｍ１∶５８）　９．Ⅱ式双耳盖罐（大夫第 Ｍ１∶８）
１０．Ⅲ式双耳盖罐（凤凰山 Ｍ１４４∶１）
　
　　（六）原始瓷盅式碗
据下腹部与碗底转角形态差异，可分二型。
Ａ型：下腹近底处斜收。可分四式。
Ⅰ式：方唇，浅腹，上腹斜直下收，小平底。如独仓山Ｄ６Ｍ１∶６（图三，１）。
Ⅱ式：唇缘内侧微凹，腹部较浅，上腹斜直下收，台状小平底。如独仓山Ｄ９∶２（图三，２）。
Ⅲ式：尖圆唇，腹部较深，上腹近直下收，小平底。如青山 Ｍ８∶３０下（图三，３）。
Ⅳ式：尖圆唇，深腹，腹部近直下收，至近底处折成平底。如羊山 Ｍ１∶１０（图三，４）〔１〕。
演变趋势：由方唇至尖圆唇，腹渐深，上腹由斜收渐直收，下腹近底的转折过渡部分渐消。
Ｂ型：下腹近底处弧收，小平底。可分三式。
Ⅰ式：窄沿外侈、方唇，上腹微弧。如便山Ｄ４９７∶１４（图三，６）〔２〕。
Ⅱ式：窄沿微侈，上腹近直。如大真山Ｄ９Ｍ１∶２８－５（图三，５）〔３〕。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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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羊山古墓群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便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１９８０－１９９０）》，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
钱公麟、朱伟峰、陈瑞近：《真山东周墓地：吴楚贵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Ⅲ式：直口、尖唇，上腹斜直。如笔架山Ｄ１３０Ｍ１∶４（图三，７）〔１〕。
演变趋势：窄沿渐消，由方唇至尖唇，腹渐深，上腹壁由弧渐直。
（七）原始瓷双耳盖罐
据肩部、耳部形态差异，可分三式。
Ⅰ式：圆肩，平底，肩饰对称牛首形双耳。如鼻子山 Ｍ１∶５８（图三，８）〔２〕。
Ⅱ式：鼓肩，平底，肩部贴塑对称的兽形耳。如大夫第 Ｍ１∶８（图三，９）〔３〕。
Ⅲ式：鼓肩明显，平底，也见底部附三乳足者，肩部贴塑对称的兽形耳，兽首高出器口。如
凤凰山 Ｍ１４４∶１（图三，１０）。
演变趋势：由圆肩至鼓肩，双耳位置逐渐上移，耳部装饰由简至繁。
（八）印纹硬陶瓿
据口部形态差异，可分二型。
Ａ型：大口微侈。可分五式。
Ⅰ式：圆肩，下腹弧收，圈足甚矮。如石狮Ｄ１Ｍ６∶１（图四，１）。
Ⅱ式：鼓肩较明显，下腹弧收，底缘微凸略呈台状。如柴岭山Ｄ６Ｍ２∶１（图四，２）。
Ⅲ式：鼓肩，下腹斜收，大平底。如独仓山Ｄ６Ｍ２∶１（图四，３）。
Ⅳ式：耸肩较宽，下腹斜收，平底。如石狮Ｄ２Ｍ１１∶２（图四，４）。
Ⅴ式：肩部缓折，下腹斜收，平底。如便山Ｄ４１８∶２（图四，５）。
演变趋势：器体由宽扁渐瘦高，由圆肩渐至缓折肩，下腹由弧收至斜收，由矮圈足至平底。
Ｂ型：小口微敛。可分五式。
Ⅰ式：扁鼓腹，下腹弧收，假圈足，肩部贴塑对称的兽形双耳。如华利湾墓所出（图四，
６）〔４〕。
Ⅱ式：肩略鼓，扁腹较深，下腹斜收，底缘微凸呈台状，肩部贴塑对称的兽形双耳。如便山
Ｄ４９４第１层所出（图四，７）。
Ⅲ式：鼓肩，弧腹较深，下腹斜收，底缘微凸呈台状，肩饰对称的半环形双耳。如连山Ｄ１Ｑ
６∶７（图四，８）〔５〕。
Ⅳ式：溜肩，弧腹较深，下腹斜收，平底微内凹，肩饰对称的半环形提耳。如七女墩 Ｍ７∶３
（图四，９）〔６〕。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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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毛兆廷：《浙江省江山县发现战国墓》，《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６期。
魏百龄、谢春祝：《无锡华利湾古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
南京博物院、常州市博物馆、金坛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金坛连山土墩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１０集，地质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胡秋凉：《长兴七女墩墓葬群清理简报》，《东方博物》第４３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图四　印纹硬陶器
１．Ａ型Ⅰ式瓿（石狮Ｄ１Ｍ６∶１）　２．Ａ型Ⅱ式瓿（柴岭山Ｄ６Ｍ２∶１）　３．Ａ型Ⅲ式瓿（独仓山Ｄ６Ｍ２∶１）　４．Ａ
型Ⅳ式瓿（石狮Ｄ２Ｍ１１∶２）　５．Ａ型Ⅴ式瓿（便山Ｄ４１８∶２）　６．Ｂ型Ⅰ式瓿（华利湾墓出土）　７．Ｂ型Ⅱ式瓿
（便山Ｄ４９４第１层出土）　８．Ｂ型Ⅲ式瓿（连山Ｄ１Ｑ６∶７）　９．Ｂ型Ⅳ式瓿（七女墩 Ｍ７∶３）　１０．Ｂ型Ⅴ式瓿
（赵家山 Ｍ５∶６）　１１．Ⅰ式坛（石狮Ｄ１Ｍ６∶４）　１２．Ⅱ式坛（独仓山Ｄ７∶１）　１３．Ⅲ式坛（独仓山Ｄ９∶７）
１４．Ⅳ式坛（羊山 Ｍ１∶２）
　
Ⅴ式：圆鼓肩，深弧腹，下腹斜收，平底。如赵家山 Ｍ５∶６（图四，１０）〔１〕。
演变趋势：器体由宽扁渐瘦高，肩部渐收，下腹由弧收至斜收，由假圈足至平底，器耳由繁
至简，最后消失。
（九）印纹硬陶坛
据腹部、底部形态差异，可分四式。
Ⅰ式：圆肩，下腹弧收，腹底转角呈圆角，大平底。如石狮Ｄ１Ｍ６∶４（图四，１１）。
Ⅱ式：圆肩，下腹弧收，腹底转角明显，大平底。如独仓山Ｄ７∶１（图四，１２）。
Ⅲ式：鼓肩，下腹斜收，平底。如独仓山Ｄ９∶７（图四，１３）。
Ⅳ式：鼓肩，下腹斜直内收，小平底。如羊山 Ｍ１∶２（图四，１４）。
演变趋势：下腹渐瘦削，由大平底至小平底，肩径与底径之比渐大。
（十）夹砂陶鼎
据鼎身形态差异，可分四型。
Ａ型：鼎身呈钵形。据底部形态差异，可分二亚型。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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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彭东、东安的土墩墓与土墩石室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图五　夹砂陶鼎
１．Ａａ型Ⅰ式鼎（浮山果园Ｄ２Ｍ６∶１０）　２．Ａａ型Ⅱ式鼎（浮山果园Ｄ１Ｍ２∶２）　３．Ｂａ型Ⅱ式鼎
（马粟ＧＧⅡＭ４∶６）　４．Ａｂ型Ⅱ式鼎（蔡家山 Ｍ１∶３）　５．Ａｂ型Ⅰ式鼎（小人尖 Ｍ１∶５）　６．Ａｂ
型Ⅲ式鼎（赵联Ｄ６Ｍ１∶２）　７．Ｂａ型Ⅰ式鼎（岗沿山 Ｄ４Ｍ２∶１）　８．Ｂａ型Ⅲ式鼎（凤凰井 Ｄ１
Ｍ４∶３）　９．Ｂａ型Ⅳ式鼎（粮山 Ｍ２出土）　１０．Ｂｂ型Ⅰ式鼎（连山Ｄ３Ｑ４∶８）　１１．Ｂｂ型Ⅱ式鼎
（南岗山Ｄ６Ｍ１∶４）　１２．Ｂｂ型Ⅲ式鼎（和仁墓出土）　１３．Ｃ型Ⅰ式鼎（岗沿山 Ｍ２出土）　１４．Ｃ
型Ⅱ式鼎（鹅毛岗Ｄ２Ｑ３∶４）　１５．Ｃ型Ⅲ式鼎（鹅毛岗 Ｄ２Ｍ７∶１）　１６．Ｃ型Ⅳ式鼎（裕巷 Ｄ１
Ｍ１∶１）　１７．Ｄ型Ⅰ式鼎（岗沿山Ｄ４Ｍ２∶９）　１８．Ｄ型Ⅱ式鼎（大埂墩∶２５）　１９．Ｄ型Ⅲ式鼎
（南岗山Ｄ１４Ｆ１∶３）
　
Ａａ型：圜底。可分二式。
Ⅰ式：口微敛，弧腹，于一足上部向外横出一牛角形把手。如浮山果园Ｄ２Ｍ６∶１０（图五，
１）。
Ⅱ式：敞口，弧腹，三足上部均饰角形小钮。如浮山果园Ｄ１Ｍ２∶２（图五，２）〔１〕。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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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镇江市博物馆浮山果园古墓发掘组：《江苏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考古》１９７９年第２期。
演变趋势：由敛口至敞口，腹深渐浅，由装有实用的角形把手至饰以装饰性的角形钮。
Ａｂ型：平底。可分三式。
Ⅰ式：敛口，弧腹，一侧腹壁横出一长角形把手。如小人尖 Ｍ１∶５（图五，５）。
Ⅱ式：直口，腹壁斜收近直，角形把手较小。如蔡家山 Ｍ１∶３（图五，４）〔１〕。
Ⅲ式：敛口，腹壁近直，一侧腹壁饰一弯角形小钮。如赵联Ｄ６Ｍ１∶２（图五，６）〔２〕。
演变趋势：腹壁由弧渐直，角形把手逐渐弱化，最后失去实用功能。
Ｂ型：鼎身呈盆形。据腹深差异，可分二亚型。
Ｂａ型：浅腹。可分四式。
Ⅰ式：宽侈沿，弧腹，圜底，腹部饰双弯角形钮。如岗沿山Ｄ４Ｍ２∶１（图五，７）〔３〕。
Ⅱ式：宽侈沿，弧腹近直，圜底，有的于一足上部见一角形小钮。如马粟ＧＧⅡＭ４∶６（图
五，３）。
Ⅲ式：宽沿外侈近平，腹斜收，圜底近平。如凤凰井Ｄ１Ｍ４∶３（图五，８）〔４〕。
Ⅳ式：宽平沿，腹斜收，圜底近平。如粮山 Ｍ２所出（图五，９）〔５〕。
演变趋势：由侈沿渐至平沿，腹壁渐外敞，底部渐平，角形钮从有至无。
Ｂｂ型：深腹。可分三式。
Ⅰ式：侈沿，上腹略内敛，见各足上部均饰角形钮者。如连山Ｄ３Ｑ４∶８（图五，１０）。
Ⅱ式：侈沿近平，直腹。如南岗山Ｄ６Ｍ１∶４（图五，１１）。
Ⅲ式：宽平沿，上腹略外敞。如和仁墓所出（图五，１２）〔６〕。
演变趋势：由侈沿渐至平沿，腹壁渐外敞，角形钮从有至无。
Ｃ型：鼎身呈圜底釜形。可分四式。
Ⅰ式：窄沿外侈，上腹内敛程度较大，有的于一足上部横出一角形把手。如岗沿山 Ｍ２所
出（图五，１３）。
Ⅱ式：沿较宽，上腹略外张。如鹅毛岗Ｄ２Ｑ３∶４（图五，１４）〔７〕。
Ⅲ式：沿更宽，上腹近直。如鹅毛岗Ｄ２Ｍ７∶１（图五，１５）。
Ⅳ式：宽侈沿，直腹。如裕巷Ｄ１Ｍ１∶１（图五，１６）〔８〕。
演变趋势：沿部渐宽，由上腹内敛渐至直腹，角形把手从有至无。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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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吴大林：《江苏溧水县柘塘、乌山土墩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６），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广德县经济开发区赵联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１６辑，黄山书社，２００９年。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溧水、丹阳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８５年第８期。
刘兴、刘建国：《溧水凤凰井春秋土墩墓》，《东南文化》１９８９年第４、５合期。
刘建国：《江苏丹徒粮山春秋石穴墓———兼谈吴国的葬制及人殉》，《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吴山菁：《江苏六合县和仁东周墓》，《考古》１９７７年第５期。
镇江博物馆：《句容鹅毛岗土墩墓发掘报告》，江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南京博物院：《江苏金坛裕巷土墩墓群一号墩的发掘》，《考古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Ｄ型：鼎身呈平底罐形。可分三式。
Ⅰ式：口径略大于腹径，扁弧腹，有的于腹部饰双弯角形钮。如岗沿山Ｄ４Ｍ２∶９（图五，
１７）。
Ⅱ式：口径与腹径相若，扁弧腹略垂。如大埂墩∶２５（图五，１８）〔１〕。
Ⅲ式：口径略小于腹径，扁鼓腹。如南岗山Ｄ１４Ｆ１∶３（图五，１９）。
演变趋势：口径与腹径之比渐小，腹部由弧而鼓，角形钮从有至无。
二　分期与年代
（一）墓葬分期
便山、独山头、鹅毛岗、秀才墩〔２〕等墓葬和出土同类遗物的火烧山窑址〔３〕资料中，存在部
分层位关系可供确定典型随葬品型式的演变方向。不同类型的典型随葬品之间也有相对稳定
的共存关系，可据此将之分为十三组。分组情况如表一。
　　表一 典型随葬品分组表
组
型
式
器类
原　始　瓷　豆
Ａａ　Ａｂ　Ａｃ　Ｂａ　Ｂｂ　Ｃ　Ｄ　Ｅ
原始
瓷碗
Ａ　 Ｂ
原始
瓷盘
口尊
原始瓷
鼓腹罐
Ａ　 Ｂ
原始
瓷筒
腹罐
原始瓷
盅式碗
Ａ　 Ｂ
原始瓷
双耳
盖罐
印纹硬
陶瓿
Ａ　Ｂ
印
纹
硬
陶
坛
夹　砂　陶　鼎
Ａａ　Ａｂ　Ｂａ　Ｂｂ　Ｃ　Ｄ
第１组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第２组 Ⅱ Ⅰ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Ⅰ Ⅱ Ⅰ Ⅰ Ⅰ Ⅰ
第３组 Ⅱ Ⅰ Ⅰ Ⅰ Ⅰ Ⅱ Ⅱ Ⅱ Ⅰ Ⅰ Ⅰ
第４组 Ⅲ Ⅱ Ⅱ Ⅱ Ⅱ Ⅲ Ⅰ Ⅰ Ⅲ Ⅲ Ⅲ Ⅱ Ⅲ Ⅱ Ⅱ
第５组 Ⅱ Ⅱ Ⅱ Ⅱ Ⅲ Ⅲ Ⅰ Ⅰ Ⅲ Ⅲ Ⅱ Ⅱ Ⅱ Ⅱ Ⅰ Ⅱ Ⅰ
第６组 Ⅲ Ⅲ Ⅱ Ⅱ Ⅳ Ⅳ Ⅲ Ⅳ Ⅲ Ⅱ Ⅱ
第７组 Ⅲ Ⅲ Ⅲ Ⅱ Ⅱ Ⅳ Ⅲ Ⅳ Ⅲ Ⅱ Ⅲ Ⅱ Ⅰ Ⅲ Ⅱ
第８组 Ⅲ Ⅲ Ⅳ Ⅰ Ⅰ Ⅴ Ⅳ Ⅲ
第９组 Ⅲ Ⅲ Ⅰ Ⅰ Ⅴ Ⅳ Ⅲ Ⅲ Ⅱ Ⅳ Ⅲ
第１０组 Ⅱ Ⅱ Ⅴ Ⅲ
第１１组 Ⅱ Ⅱ Ⅴ Ⅲ Ⅳ Ⅲ
第１２组 Ⅲ Ⅲ Ⅰ Ⅳ
第１３组 Ⅳ Ⅱ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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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泉：《武进县淹城遗址出土春秋文物》，《东南文化》１９８９年第４、５合期。
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溧水县博物馆：《溧水县秀才墩发掘报告》，《印记与重塑：镇江博物馆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江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由于各器物序列的式别之间并无较大缺环，且有较稳定的共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江南地区周代墓葬连续发展的全过程，可将其作为墓葬分期的依据。上述十三组共存关系，从
器物式别来看，第２与第３组、第４与第５组、第６与第７组、第８与第９组、第１０与第１１组具
有明显共性。据此，十三组可整合为八段：第１段包括第１组，第２段包括第２、３组，第３段包
括第４、５组，第４段包括第６、７组，第５段包括第８、９组，第６段包括第１０、１１组，第７段包括
第１２组，第８段包括第１３组。
再通过对相关墓葬出土典型随葬品类别的变化分析，第３与第４组、第７与第８组、第１１
与第１２组之间差距较大，特别反映在主流原始瓷盛食器器形由豆到碗、再到盅式碗的演进更
替上。结合对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器制作工艺与装饰风格变化的考察，可将上述所分八段墓
葬，进一步归纳为四期：第一期包括第１、２段，第二期包括第３、４段，第三期包括第５、６段，第
四期包括第７、８段。
（二）年代推断
第１段墓葬中常见的Ｃ型Ⅰ式原始瓷豆与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所出原始瓷豆 Ｍ１１９∶４７
形制基本相同，前掌大 Ｍ１１９年代为西周早期晚段〔１〕。Ｄ型Ⅰ式、Ｅ型Ⅰ式原始瓷豆分别与
河南洛阳北窑墓地所出原始瓷豆 Ｍ２１１∶１－１、Ｍ６７∶１－１形制相仿，此二墓年代均属西周早
期〔２〕。故第１段墓葬的年代约为西周早期，上限不排除进入商周之际。
第２段墓葬中常见的Ａａ型Ⅱ式、Ｃ型Ⅱ式原始瓷豆与陕西长安张家坡墓地 Ｍ１５７所出同
类器形制基本相同，该墓年代可断为西周中期偏晚〔３〕。与Ａａ型Ⅱ式原始瓷豆形制相近者还
见于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Ｍ３３，该墓年代基本可确定为西周中期晚段〔４〕。故第２段墓葬
的年代约为西周中期。
第３段墓葬中常见的Ａ型Ⅰ式原始瓷碗与浙江德清火烧山窑址第一期产品中的同类器形
制相同，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５〕。郑小炉据铜器分析将包含多件本段典型随葬品的弈
棋 Ｍ１年代定为西周晚期〔６〕，其说可从。故第３段墓葬的年代约为西周晚期，下限或至春秋
初期。
第４段墓葬中常见的Ａｃ型Ⅲ式原始瓷豆与河南信阳平西五号墓所出的两件硬陶碗形制
非常接近〔７〕，该墓年代约属春秋早期。考古学者对包含大量本段典型遗物的江苏常熟虞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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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琳：《滕州前掌大墓地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华夏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张礼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研究》，《考古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李伯谦：《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１４６页，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郑小炉：《南方青铜器断代的理论与实践》，《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简报中称之为硬陶碗，实际上应是豆的最晚期形态。见信阳地区文管会、信阳市文管会：《河南信阳市平西五号春秋
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墩墓Ｄ１出土木炭进行过碳十四测年，测年数据为公元前６９１±７０年〔１〕。故第４段墓葬的年
代约为春秋早期。
第５段墓葬中常见的Ｂ型Ⅲ式原始瓷碗在安徽六安燕山村墓有出土，该座铜器墓年代为
春秋中期偏早〔２〕。考古工作者对包含大量本段典型遗物的淹城ＤⅠＭ 墓底出土的二件炭样
进行过碳十四测年，所得数据分别为公元前６４９±３１年和公元前６０１±３１年〔３〕。可知第５段
墓葬的年代约为春秋中期。
第６段墓葬中常见的印纹硬陶敛口小罐见于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Ｍ１∶１１），该墓墓主
很可能为宋景公（公元前５１６年即位）之妹季子〔４〕，将该墓年代定为春秋末期应是合理的。此
外，Ａ型Ⅱ式、Ｂ型Ⅱ式原始瓷盅式碗常见于火烧山窑址春秋晚期前段遗物之中。可知第６段
墓葬的年代约为春秋晚期。
第７段墓葬中常见的Ａ型Ⅲ式原始瓷盅式碗和原始瓷 形鼎在亭子桥战国早期窑址〔５〕
中均较常见，故第７段墓葬的年代约为战国早期。在包含第８段常见随葬品的绍兴凤凰山Ｍ３
中出有一件越王石矛〔６〕，曹锦炎将石矛上所见的越王名释为“不光”，即越王翳〔７〕。翳在位于
战国早、中期之际，石矛出现在凤凰山 Ｍ３中可能还要稍晚。故将第８段墓葬的年代推定为战
国中期较为合适。
江南地区尚有少量随葬Ⅲ式原始瓷双耳盖罐的墓葬，据共存关系可知，其年代与随葬泥质
陶礼器的典型楚墓相当。这些楚墓主要见于上海青浦福泉山、嘉定外冈、苏州小真山、俞墩、无
锡前洲、施墩、武进孟河、南京宝塔顶、宣城石板桥小学、砖瓦厂、长兴西山、安吉吴家山和五福
等地〔８〕。上述楚墓中常见的泥质陶鼎与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一号车马坑所出陶鼎Ｋ１∶３９４
形制相近，泥质陶豆与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所出陶豆 Ｍ１６∶３０形制相同，这两座楚墓的年
—０４３—
　 考古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苏州博物馆、常熟博物馆：《江苏常熟市虞山西岭石室土墩的发掘》，《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郑小炉：《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文物春秋》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淹城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淹城博物馆：《淹城：１９５８－２０００年考古发掘报告》，２１６页，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绍兴凤凰山战国木椁墓》，《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曹锦炎：《越王不光矛跋》，《吴越历史与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越王嗣旨不光剑铭文考》，《文物》１９９５年第
８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县重固战国墓》，《考古》１９８８年第８期；周丽娟：《上海青浦福泉山发现一座战国
墓》，《考古》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黄宣佩：《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古墓清理》，《考古》１９５９年第１２期；钱公麟、朱伟峰、陈瑞
近：《真山东周墓地：吴楚贵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苏州阳山俞墩土墩墓
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２０１２年第４期；谢春祝：《无锡施墩第五号墓》，《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６年第６期；镇江市博物
馆：《江苏武进孟河战国墓》，《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秦淮区宝塔顶１０号院战国墓发掘简报》，《东
南文化》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宣州市博物馆：《宣州市战国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１２辑，黄山书社，２０００年；杨美英、
刘建安：《长兴县西山战国墓清理简报》，《东方博物》第５２辑，中国书店，２０１４年；金翔：《浙江安吉县陇坝村发现一座
战国楚墓》，《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７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五福楚墓》，《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７
期。
代皆属战国晚期楚都陈城时期〔１〕。福泉山 Ｍ２出土一件泥质陶罐肩部戳印“吴市”二字，
“亭”、“市”等陶文是随着秦的统一才在东方六国故地出现〔２〕，故此墓下葬在于秦统一本区以
后〔３〕。可知上述墓葬的年代约属战国晚期，下限或进入秦代。
综上，江南地区周代墓葬可分为五期：第一期，商周之际至西周中期；第二期，西周晚期至
春秋早期；第三期，春秋中、晚期；第四期，战国早、中期；第五期，战国晚期至秦代。
三　墓葬分区
综合考虑区域自然地理因素、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差异，可将江南地区周代墓葬分为九
区。在分期研究基础上对各区分布变化做历时性考察，可了解各区之间的势力消长。
（一）第一期
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可分为七区（图六）。
１．Ａ区　主要分布于衢江－富春江－钱塘江流域、宁绍平原和环太湖平原。依集群区位，
又可分作四个相对独立的小区。Ａ１区位于金衢盆地西部。Ａ２区位于宁绍平原。Ａ３区位于
杭嘉湖平原。Ａ４区位于苏南平原东部及长江三角洲。墓葬形制均为土墩墓。典型随葬品组
合常见第１、２组。泥质陶器和夹砂陶器的种类及数量均不丰富，炊器不见陶鬲。无论墓葬规
模大小，罕见随葬传统意义上的青铜礼器，特别是容器，与同期Ｂ、Ｄ、Ｅ、Ｆ区所见大中型墓形
成鲜明对比。结合Ａ区第二至五期墓葬的相关发现分析，可知不使用青铜容器作为随葬品很
可能是Ａ区墓葬的一项重要葬俗传统。大中型墓内多有随葬小型玉饰品，显示出区内高级别
人群也用玉器随葬。
２．Ｂ区　主要分布于茅山一线以西的宁镇丘陵地区，北至长江对岸的仪征，年代集中于西
周中期。墓葬形制以土墩墓居多，存在少量竖穴土坑墓。典型随葬品组合常见第３组，素面夹
砂陶鬲和泥质陶圈足盘也是本期Ｂ区墓葬中的常见器形。大型墓内见有成组的青铜礼器、兵
器和车马器，中型墓内也时见成组的或单独一两件青铜礼器。器类以鼎、簋、鬲、尊、盘、提梁卣
最为常见，形制可分为中原型铜器、融合型铜器和地方型铜器〔４〕。地方型及融合型铜器的存
在，显示出活动于Ｂ区的人群已经具备铸造青铜容器的能力。在使用青铜礼器进行随葬的理
念方面，与同期Ａ区高级别墓葬不同。与随葬铜器相比，少见随葬玉器。
—１４３—
付　琳：江南地区周代墓葬的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 　
〔１〕
〔２〕
〔３〕
〔４〕
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３７７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杨哲峰：《文化变迁中的器形与质地———关于江东地区战国秦汉之际墓葬所见陶瓷器组合的初步考察》，《文物》２０１２
年第４期。
郑小炉：《南方青铜器断代的理论与实践》，《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图六　第一期墓葬分区示意图
１．江山地山岗 　２．衢州大石塔山　３．萧山柴岭山　４．上虞凤凰山　５．余姚老虎山　６．
慈溪青山　７．德清独仓山　８．湖州独山头　９．长兴石狮 　１０．广德赵联 　１１．宁国安友
１２．上海青浦骆驼墩　１３．苏州阳山俞墩　１４．无锡华利湾　１５．丹徒母子墩　１６．仪征破
山口　１７．句容浮山果园　１８．溧水岗沿山　１９．南陵千峰山　２０．繁昌万牛墩　２１．屯溪
弈棋　２２．浦城管九村　２３．光泽池湖村　２４．建阳山林仔　２５．建瓯黄窠山　２６．黄岩小
人尖　２７．瓯海杨府山　２８．瑞安岱石山
　
　　３．Ｃ区　主要分布于皖南漳河流域。仅在南陵千峰山墓群和繁昌万牛墩墓群调查发现土
墩二千二百余座，但经过正式发掘并已公布资料的墓葬单位屈指可数。可供分期研究的资料
仅千峰山墓群一处〔１〕。千峰山西周中期墓有 Ｍ３、Ｍ４、Ｍ６、Ｍ８、Ｍ１１和Ｄ１６Ｍ２；西周晚期墓
有 Ｍ１２、Ｍ１４、Ｍ１５和Ｄ１６Ｍ１。通过分析西周中、晚期墓葬出土遗物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可
以发现在西周中期墓内，除见少量第３组典型随葬品组合中的原始瓷豆外，更多的是具有本区
自身特色的印纹硬陶双耳高领罐、颈部饰弦纹和篦纹的硬陶盂，及曲柄盉、 、 形器、平裆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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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器形，本地因素占绝对优势。在西周晚期墓内，同期Ｂ区第５组典型随葬品组合中的文化
因素大量出现，本地因素居于次要地位。且此前Ｃ区固有的一些因素也开始在Ｂ区墓葬内出
现。对于这种现象，本文认为在第一期时漳河流域开始采用土墩墓的墓葬形式，并使用少量原
始瓷器用于随葬，有可能是受到了同期Ｂ区墓葬的影响，但其随葬品组合的自身特色明显，宜
单独作为一区，即第一期Ｃ区。进入第二期以后，其自身特色退居其次，随葬品组合趋同于Ｂ
区，故而此时漳河流域应归入第二期Ｂ区的范围之内。
４．Ｄ区　仅弈棋 Ｍ３一墓。弈棋土墩墓群位处皖南腹地新安江上游河谷盆地，受各种原
因限制只发掘八座墓葬〔１〕。该墓典型随葬品组合贴近于第２组，而造型精美的原始瓷壶、瓶、
角把杯、漏斗、盂座等在同期其他地区少见。随葬铜器主要有鼎、簋、卣、盘、盒、方鉴、盉、壶、
匕、牺尊等礼器；斧、削刀、附耳短剑等工具和兵器；车饰；单柱器一件可能是乐器的底座；跪坐
人四件可能是器足之类。随葬玉器以饰品为主。学者据出土铜器分析该墓年代，分歧很大，最
早为西周中期〔２〕，最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３〕。从该墓出土陶、瓷器的形制考察，见有Ｄ
型Ⅱ式原始瓷豆、Ⅱ式原始瓷盘口尊、Ⅰ式原始瓷筒腹罐、Ａ型Ⅱ式印纹硬陶瓿等多件第２段
典型随葬品，另存少量属于第１段的Ｅ型Ⅰ式原始瓷豆和属于第一期的Ⅰ式印纹硬陶坛，可
知该墓年代确属西周中期。
５．Ｅ区　主要分布于闽江上游各支流，有管九村、山林仔、黄窠山和池湖村等墓地〔４〕。墓
葬形制绝大多数为土墩墓〔５〕。典型随葬品组合贴近于第１、２组。印纹硬陶折肩尊和 形器
是本区特色的器形。大型墓内多见青铜器出土，有铜盘、尊、杯、戈、附耳短剑、矛、镞和刮刀，均
为融合型及地方型铜器。常共出小型玉饰。管九村洋山Ｄ１１Ｍ１∶３双觚形铜杯形制颇特
殊，与之器形近似者仅见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窖藏（４３号）〔６〕。张家坡窖藏铜器之间
的自身年代存在差异，此类器物的年代只能以窖藏年代之下限来推定，朱凤瀚将张家坡窖藏铜
杯断为西周晚期器〔７〕。不过，从洋山Ｄ１１Ｍ１出土铜盘（Ｄ１１Ｍ１∶２）形制分析，基本与岗沿山
Ｍ２所见西周中期铜盘相同，共出铜尊（Ｄ１１Ｍ１∶１）也是符合西周早、中期中原铜尊器形特征
的融合型铜器，该墓共出Ｂ型Ⅱ式原始瓷鼓腹罐。故洋山Ｄ１１Ｍ１及该件铜杯的年代皆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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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１页，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２３５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２５页，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陈小三：《平顶山应国墓地新见铜盉与吴越地区西周铜器断代》，《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１０６、１０７页，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７期；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建阳
市山林仔遗址的发掘》，《考古》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建瓯黄窠山遗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１９９５年
第１期；福建博物院：《福建光泽池湖商周遗址及墓葬》，《东南考古研究》第３辑，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在武夷山九曲溪流域发现年代可能属于本期的崖葬，随葬品缺乏陶、瓷器，暂不讨论，参吴春明：《中国南方崖葬的类
型学考察》，《考古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２０、２３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５年。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２６０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在西周中期。
６．Ｆ区　主要分布于浙南沿海温州、台州一带，均为土墩墓。杨府山墓年代约属商周
之际至西周早期〔１〕，梅屿山墓与之约略同时〔２〕，小人尖墓年代约属西周中期。随葬品方
面，年代稍早的杨府山墓和梅屿山墓均不出陶、瓷器，小人尖墓的典型随葬品组合贴近第
２组。三座墓葬中均出有青铜器，尤其是保存相对完好的杨府山墓和小人尖墓均随葬单
独一两件青铜礼器、较多青铜兵器和工具，并共出小型玉饰。梅屿山墓中仅收集到青铜
兵器和工具。三墓无一例外均随葬可能带有礼器性质的地方型铜器———附耳铜矛，似非
偶然现象。这类铜器最初在本区铸造，并为高级别人群所使用的可能性很高。墓主死后
能将大量铜戈、矛、镞等兵器用于随葬，说明当时本区已具备了一定的青铜器生产能力和
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层。
７．Ｇ区　见于浙南沿海的岱石山墓群〔３〕，均为支石墓。墓葬形制极为特殊，宜单独列为
一区。可将出土典型随葬品的十三座墓葬归入第一至三期：第一期三座（Ｍ１３、Ｍ１７和 Ｍ２１下
层）；第二期九座（Ｍ５、Ｍ１９、Ｍ２０、Ｍ２５、Ｍ２７、Ｍ２９、Ｍ３０、Ｍ３１和 Ｍ２１上层）；第三期一座
（Ｍ３３）。本期墓葬的典型随葬品组合贴近于第１、２组。除一类深腹碗形豆造型颇具地方特色
外，余者皆常见于同期Ａ区墓葬。本期原始瓷器所施釉色以青色调为主，具有本地特色的酱
褐近黑色釉以及一类素面着黑硬陶器尚未出现。
（二）第二期
本期中Ｃ区和Ｆ区不复存在，Ａ、Ｂ、Ｄ、Ｅ、Ｇ五区的分布范围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图七）。
１．Ａ区　分布范围的西北部出现一定萎缩，青弋江以东至天目山西支以西范围内宁国、广
德、郎溪等地发现的墓葬〔４〕内涵已同于Ｂ区。Ａ区内部原本相对独立的四个小区出现重组，
形成两个新的小区。Ａ５区位于金衢盆地，Ａ６区位于环太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两小区的差别
主要体现在墓葬形制方面，Ａ６区内已出现土墩石室墓，而Ａ５区内尚无相关发现。本期墓葬
形制以土墩墓为主，土墩石室墓次之，竖穴土坑墓数量极少。典型随葬品组合常见第４、６组。
夹砂陶器和泥质陶器比例低，见少量夹砂陶鼎、釜。大中型墓内时见原始瓷盘口尊、筒腹罐等
礼器，上期常见的原始瓷鼓腹罐出现频率明显降低，显示区内高级别人群在随葬礼器器形的选
择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延续不随葬青铜容器的传统。部分大中型墓随葬成组的或单独一两件
璜、玦、镯等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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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瓯海区文博馆：《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文
物》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彭适凡、孙一鸣：《浙江温州市瓯海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２０１１年第９
期。
张峋：《台州路桥区梅屿山商周文化遗存初探》，《东方博物》第４５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３辑，长征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
宋永祥：《郎溪土墩墓初探》，《文物研究》第２期，１９８６年。
图七　第二期墓葬分区示意图
１．江山地山岗　２．衢州东山　３．义乌平畴　４．东阳六石　５．萧山柴岭山　６．上虞凤凰
山　７．余姚老虎山　８．慈溪青山　９．宁波卢家山　１０．德清独仓山　１１．吴兴苍山　１２．
湖州杨家埠　１３．长兴便山　１４．苏州上方山　１５．无锡荣巷　１６．常熟虞山　１７．江阴大
松墩　１８．武进四顶山　１９．宜兴丁蜀南山　２０．丹徒烟墩山　２１．浦口长山子　２２．江宁
晋林　２３．句容浮山果园　２４．溧水岗沿山　２５．高淳马粟　２６．丹阳青墩山　２７．武进淹
城　２８．金坛连山　２９．溧阳庙山　３０．宜兴潢潼　３１．广德赵联　３２．宁国安友　３３．宣
城崔村　３４．南陵千峰山　３５．繁昌汤家山　３６．青阳汪村　３７．屯溪弈棋　３８．淳安左口
３９．玉山对面山 　４０．上饶马鞍山 　４１．浦城管九村 　４２．光泽池湖村 　４３．建阳山林仔
４４．政和铁山　４５．建瓯黄窠山　４６．瑞安岱石山
　
２．Ｂ区　分布范围明显向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拓展。东南越过茅山直抵太湖西岸地区，
在今武进、宜兴一线与Ａ区接壤。向西南吞并原有Ｃ区范围直抵九华山一线。在长江北岸今
南京浦口一带也有少量分布。墓葬形制方面，土墩墓占据绝对优势，有部分竖穴土坑墓和极少
量土墩石室墓。大型土墩墓常使用熟土深坑。大中型土墩内时见器物祭祀遗存〔１〕和“墓下建
—５４３—
付　琳：江南地区周代墓葬的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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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遗存〔１〕，以及向心结构形式的“一墩多墓”〔２〕。典型随葬品组合常见第５组、第７组。随
葬品中常见在Ａ区墓葬内已不甚流行的Ｂ型Ⅲ式、Ⅳ式原始瓷鼓腹罐，吸纳了此前一期Ｃ区
墓葬中很有特色的印纹硬陶双耳高领罐，创制了一批颇具本区特色的素面硬陶盂、钵、碗等盛
食器。炊器中夹砂陶鬲数量减少，夹砂陶鼎数量激增，新出现一类圜底釜和釜式 形器，形体
厚重的盔形夹砂陶器盖也较具特色。铜器墓较为常见，在烟墩山一号墓中出土一批青铜礼器、
车马器和兵器，其中不乏来自中原的重器〔３〕。其他出土青铜礼器的墓葬还有磨盘墩、宽广墩、
下大路、长山子、汤家山和汪村墓等〔４〕。少见玉器随葬。
３．Ｄ区　分布在新安江流域，包括弈棋、左口两处墓地〔５〕，以大中型墓为主，均为土墩墓。
典型随葬品组合近于第４组、第６组。原始瓷礼器器形较丰富，双兽耳原始瓷尊和印纹硬陶大
口尊颇具特色。夹砂陶器与泥质陶器占据的地位比较次要。年代约属西周晚期的弈棋 Ｍ１、
Ｍ２、Ｍ４－Ｍ７及年代约属春秋早期的弈棋 Ｍ８、左口 Ｍ４中均出土青铜器，常见尊、鼎、簋、盘、
卣、盂等礼器，剑、戈、矛、镞等兵器，斧、削等工具。所见器形以融合型和地方型铜器居多。在
青铜剑的发展历程中，本区可能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江南地区发现的东周铜剑体长多
在４０厘米以上，而从西周短剑到东周长剑的演进，需要原料配比、冶铸方式等多项革新技术支
撑。据现有发现来看，从弈棋 Ｍ３所出西周中期短剑，到 Ｍ４、Ｍ７所出西周晚期长剑，基本上
反映出本区铜剑连续发展、不断创新的历程。弈棋 Ｍ８∶１铜剑剑身施以暗黑色圆弧形花纹，
应是春秋中晚期施暗菱格纹或暗火焰纹的吴、越贵族铜剑的先驱与技术源头。有学者无法理
解本区青铜兵器尤其是铜剑所表现出的先进性，而将弈棋诸墓的年代均断为春秋晚期至战国
早期〔６〕。其实自上一期起，在Ａ区〔７〕、Ｄ区、Ｅ区、Ｆ区内青铜短剑造型与冶铸技术已臻成
熟。本期墓葬资料又可证实，至少在第二期Ｄ区中已经完成了由短剑向长剑的演进。至于为
何同类器物会在年代上领先中原地区较长时间，其主要原因可能是Ｄ区在这一时期与中原地
区的联系较为薄弱，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所借鉴者当源自本期偏晚及下一期的Ａ区和Ｂ区，并
非直接源自于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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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留根：《江南土墩墓相关建筑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东南文化》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付琳：《试析江南周代土墩墓中“一墩多墓”的结构与形式》，《南方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宜侯簋即出土于该墓，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５
年第５期；《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及附葬坑出土的小器物补充材料》，《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６年第１期。
南京博物院、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磨盘墩周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刘建国、吴大林：《江苏溧水宽
广墩墓出土器物》，《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刘兴：《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５），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浦口出土一批青铜器》，《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８期；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繁昌县文
化馆：《安徽繁昌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２期；石谷风：《青阳出土的西周晚期铜器》，《安徽文博》总
第３期，１９８３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浙江淳安左口土墩墓》，《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李国梁：《从青铜兵器看屯溪八墓的年代》，《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第一期Ａ区范围内的遗址中常见形制与同期Ｄ区、Ｅ区相仿的青铜短剑，见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吴、越、楚铜
剑》，《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４．Ｅ区　分布范围向北拓展到信江上游。墓葬形制以土墩墓占据绝对优势，另有
少量竖穴土坑墓。典型随葬品组合近于第４组、第６组。盛储器方面少见在同期 Ａ区
或Ｂ区内流行的印纹硬陶坛、有肩弧腹罐（如独仓山 Ｄ７∶２８、浮山果园 Ｄ４Ｍ２∶７等）、
瓿，而以印纹硬陶筒腹罐占主流。炊器方面具有本区特色的  形器仍较流行。大中型
墓内见单独一两件青铜礼器和较多青铜兵器用于随葬。本文将位于信江上游的马鞍
山墓〔１〕归入第二期Ｅ区墓葬的主要原因是：该墓无论墓葬形制抑或随葬品组合均与
管九村所见大型墓相似，此其一；出土青铜盘一件，与同期 Ａ区的葬俗传统不合，此其
二；随葬品组合中原始瓷器数量虽多，却以日用器形为主，少见 Ｄ区墓葬中最具特色且
所占比重很大的原始瓷礼器，此其三。另从区域地理条件分析，上饶与 Ｅ区固有中心
浦城相距很近。虽有武夷山脉横亘其间，但山脉北段发育很多垭口，自古以来多为沟
通闽赣之古道〔２〕。
５．Ｇ区　集中分布于浙南沿海地区，绝大多数为支石墓〔３〕。因此前一期的Ｆ区墓葬已
经消失，岱石山支石墓群在本期又显示出一定的发展势头，可以推测浙南沿海北达三门、南至
苍南的区域内所发现的支石墓可能大多归属于本期〔４〕。所见典型随葬品组合近于第４组、第
６组。原始瓷器所占比例较高，除青釉器外，有较多黑釉器，是本区原始瓷器的一项重要特色。
另有一类素面着黑硬陶器也较流行，器形以豆、盂、筒腹罐为主，见少量鼎、簋。未见青铜礼器，
但时有青铜兵器、工具出土。在江南地区西周至春秋早期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中，罕见成编的青
铜乐器，表明当时江南社会的高级别人群并没有将西周编钟纳入自身随葬品组合〔５〕。值得注
意的是，岱石山 Ｍ３０出有一套九件微型编钟，虽属明器，仍可显示出区内人群在对待外来文化
因素方面持较开放之态度。
（三）第三期
本期中Ｄ区消失，Ｈ区出现；Ｅ区、Ｇ区分布范围有所萎缩；Ａ区和Ｂ区的分布范围在太
湖东北部出现一定重叠（图八）。
１．Ａ区　整体分布范围与第二期相比未见明显变化，但在本期末段，原属于Ａ区的太湖
东北部地区已被划入Ｂ区。区内墓葬的文化面貌更趋一致，不能再细分小区。墓葬形制方
面，土墩石室墓数量渐居主流，土墩墓仍保持一定比例，竖穴土坑墓数量有所增多。典型随葬
品组合常见第８组、第１０组。器形规整的Ａ型Ⅲ式、Ｂ型Ⅲ式原始瓷碗和新兴的原始瓷盅式
碗成为日用盛食器的主流。原始瓷礼器方面，筒腹罐形制更为规整，部分造型精美的鼎、提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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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上饶县博物馆：《上饶县马鞍山西周墓》，《东南文化》１９８９年第４、５合期。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武夷山志》，１２页，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仅在瑞安凤凰山发现竖穴土坑残墓一座，见俞天舒：《浙江瑞安凤凰山周墓清理简报》，《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８期。
经过调查发现存在类似墓葬的地点有瑞安棋盘山、杨梅山、平阳龙山头、苍南桐桥和三门满山岛。惜在上述墓葬中大
多未见可资明确断代的遗物，参俞天舒：《瑞安石棚墓初探》，《东南文化》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付琳：《百越“乐制”初探》，《百越研究》第４辑，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图八　第三期墓葬分区示意图
１．江山地山岗　２．东阳前山　３．萧山柴岭山　４．绍兴印山　５．上虞凤凰山　６．余姚老
虎山　７．慈溪青山 　８．宁波卢家山 　９．德清独仓山　１０．湖州独山头　１１．长兴便山
１２．安吉三官　１３．苏州大真山、新塘　１４．无锡庙山 　１５．江阴曹家墩 　１６．武进腰沿山
１７．宜兴四墩山 　１８．丹徒南岗山 　１９．六合程桥　２０．江宁陶吴 　２１．句容浮山果园
２２．溧水蔡家山　２３．高淳马粟　２４．金坛连山　２５．溧阳庙山　２６．宜兴潢潼　２７．武进
淹城　２８．铜陵金口岭　２９．青阳十字村窑厂　３０．浦城管九村　３１．瑞安岱石山　３２．贵
溪鱼塘村
　
卣、三段式尊和垂腹罐时有所见。夹砂陶器和泥质陶器数量很少。仍不流行使用青铜器随葬，
仅在极少数墓葬中发现过少量小件青铜制品，如萧山柴岭山Ｄ２９Ｍ１中出有铜镞二件、小挂饰
一件〔１〕。印山大墓的墓坑和墓道填土出有铜铎、铜凿各一件，封土出有铜锄一件、残铜凿二
件〔２〕，似为遗留或丢弃的建墓工具。大中型墓内所见玉器的器类、器形有较大发展。在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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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萧山柴岭山土墩墓》，２３３、２３４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局：《印山越王陵》，３２－３４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山Ｄ９Ｍ１和印山大墓内，见有玉制兵器（玉戈、玉剑、玉镞等）、大型装饰品（覆面、成组的玉石
串饰）和制作精美的杂器（玉镇、玉钩形器）。当大真山墓地弃用后，在苏州地区发现的部分竖
穴土坑墓，如新塘墓地、虎丘墓、何山墓和大墩墓〔１〕的文化面貌已明显有别于Ａ区墓葬，近同
于同期Ｂ区墓葬，表明在本期末段Ｂ区范围已拓展至太湖东部。
２．Ｂ区　分布范围继续向东拓展，逐步将太湖东北部地区纳入自身，在长江北岸今南京六
合一带也有少量分布。墓葬形制方面，土墩墓仍占主流，但竖穴土坑墓所占比重出现较大增
幅。大中型土墩内的向心结构墓葬布局和器物祭祀遗存时有所见。部分大型竖穴土坑墓内存
在人殉或人祭，亦有在完成墓坑填土后先行祭祀再构筑墓上封土的现象。典型随葬品组合常
见第９组、第１１组。所用原始瓷盛食器基本完成了由豆、盂到碗和盅式碗的转变。炊器以夹
砂陶鼎为主，陶鬲几近消失，此前出现的圜底釜和釜式 形器有一定延续。泥质陶器形丰富，
底部附有三个乳丁足的小罐、壶、盆和一类大口杯形器是新兴的器形。大中型墓的随葬品组合
以青铜器和泥质陶器为主，仅有少量原始瓷器和硬陶器，更加趋近于同期中原与楚地的贵族
墓。随葬玉器的墓葬比较少见，仅在北山顶Ｍ１、粮山Ｍ２和六合程桥〔２〕几座大型墓中见有少
量小型玉饰或玉剑具。
３．Ｅ区　仅管九村大王 Ｄ１Ｍ１〔３〕。该墓为一座大型土墩墓，土墩呈长方形覆斗状，被
盗多次，随葬品被盗掘一空。墓底用石块整齐铺砌，并在四框垒高０．５－０．７米。从残留木炭
堆积的形态分析，石框之上原本存在“人”字顶木构葬具。另在墓葬主体外围的封土之内垒筑
有比较规整的石构护坡，这种形式应该是受到了土墩石室墓结构的影响。判断该墓年代属于
本期的线索有三。首先，土墩封土内出土一定数量的印纹硬陶残片，陶片所饰小型席纹主要流
行于春秋早期以后，小方格纹则是春秋中晚期流行的纹样，可知该墓年代上限不早于春秋中
期。其次，由“人”字顶木构葬具演变及传布路线，可知，此类型的“人”字顶木构葬具在本区出
现的时间很可能在春秋中期之后〔４〕。第三，对该墓采集炭样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范围为距
今２４６４±３９年。
４．Ｇ区　仅岱石山 Ｍ３３。该墓是墓群中已发现规模最大、建造最精的一座支石墓。墓内
底部用板状片石紧密铺设，类似底铺石床的形制应受到同期 Ａ区土墩墓或土墩石室墓之影
响。典型随葬品组合贴近于第８组，所见器类、器形完全趋同于同期Ａ区墓葬。原始瓷碗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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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苏州市长桥新塘战国墓地的发掘》，《考古》１９９４年第６期；苏州博物馆考古组：《苏州虎丘东周墓》，《文
物》１９８１年第１１期；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５期；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
苏州高新区大墩土墩遗存抢救性考古发掘报告》，《东南文化》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１９８８年第３、４合期；刘建国：《江苏丹徒粮山春秋
石穴墓———兼谈吴国的葬制及人殉》，《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４期；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
程桥东周墓》，《考古》１９６５年第３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１９７４年第２期。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浦城县管九村大王 土墩墓发掘简报》，《福建文博》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付琳：《东南地区“人”字顶木构葬具刍论》，《东南文化》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施青绿釉或青黄釉，仅原始瓷小鼎釉色近褐，不见此前流行的素面着黑硬陶器。表明Ｇ区墓
葬的区域特色逐渐淡化，而向Ａ区靠拢。岱石山墓群的整体年代分布，也显示出支石墓这一
墓葬类型在本期渐趋消亡。
５．Ｈ区　分布在武夷山脉北段西麓上清河流域临水或临地的悬崖峭壁之上。在贵溪鱼
塘村仙岩及水岩发掘崖葬十四座，简报认为年代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１〕，年代下限可晚至
战国中期〔２〕。贵溪崖葬相较于九曲溪类型崖葬已开始对天然崖洞进行修整，显示出时代上的
进步性〔３〕。典型随葬品组合近于第８组、第１０组。一类带牛角把的素面硬陶鼎是较有特色
的器形。见有大量竹、木质随葬品，常见竹席、木琴、纺织器材，以及木削、木剑等。所出木剑制
作精良，显系仿自同期流行的铜剑。未见任何青铜制品随葬。
（四）第四期
本期中Ｂ区、Ｅ区、Ｇ区消失，Ｉ区出现；Ａ区范围大幅扩展（图九）。
１．Ａ区　分布范围上再次将太湖东部地区纳入自身，并进一步向西北拓展，吞并此前属于
Ｂ区的大部分区域。但须指出，在以往Ｂ区腹心地带的宁镇地区，发现本期墓葬的数量极其有
限〔４〕。墓葬形制方面，竖穴土坑墓占据绝对优势，土墩墓和土墩石室墓仍保有一定份额。典
型随葬品组合常见第１２、１３组。在大型墓内，原始瓷及硬陶礼乐器占据随葬品组合中的主流，
礼器主要有兽面鼎、 形鼎、附耳鼎、壶、盉、炉、洗、长颈镂孔瓶、镇、角形器、璧、瑗等，乐器主要
有编钟、编磬、编句 ，以及于、丁宁、振铎、鼓座等。其中部分器形又被用泥质陶仿制，出现
在本区中小型墓内。秉持不用青铜礼器随葬的传统。对两座出土铜礼器墓葬，需审慎考察。
在绍兴 Ｍ３０６的随葬品组合中徐舒文化因素占据主流〔５〕，而与 Ａ区墓葬固有随葬品组合相
差甚远，墓主是流亡Ａ区的徐舒贵族可能性最大。安吉上马山残墓中出土青铜提梁盉一件，
并共出原始瓷壶〔６〕。该盉年代大致可断为春秋战国之际，但共出原始瓷壶是本期方才流行的
器形，故而该墓年代可能属于本期。由于铜提梁盉在第三期Ｂ区高级别墓葬中最为常见，而
在本期Ａ区、Ｈ区墓葬中均只见有仿铜陶、瓷质器形，故可推测该墓墓主或为Ｂ区遗民。值得
注意的是，在本期Ａ区新兴的部分大中型竖穴土坑木椁墓内出土青铜兵器和车马器的频率稍
有提高。通常在这些墓葬中源自楚文化的因素均占一定份额，不过本地因素仍居主流，与本期
Ｉ区墓葬显然不同。大中型墓随葬玉器的器类、器形都得到显著发展，形式多样的玉佩十分流
行，玉剑具、带钩和也有一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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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贵溪县文化馆：《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１１期。
林华东：《贵溪悬棺葬之我见》，《江西历史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吴春明：《中国南方崖葬的类型学考察》，《考古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目前在原有Ｂ区腹心范围内发现的第四期Ａ区墓葬仅有当涂陶庄墓一座，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物
局、当涂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当涂陶庄战国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郑小炉：《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文物春秋》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安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安吉出土春秋青铜盉》，《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
图九　第四期墓葬分区示意图
１．玉山茅坂山　２．江山大夫第　３．萧山柴岭山　４．绍兴凤凰山　５．上虞凤凰山　６．慈溪
青山 　７．杭州半山石塘　８．海盐黄家山　９．上海金山戚家墩校场 　１０．上海闵行马桥
１１．上海青浦庄泾港 　１２．苏州周家浜 　１３．无锡鸿山 　１４．当涂陶庄 　１５．长兴鼻子山
１６．安吉龙山　１７．贵溪鱼塘村　１８．青阳龙岗
　
２．Ｈ区　见于贵溪鱼塘村仙岩和水岩，均为崖葬。典型随葬品组合贴近于第１２、１３组。
泥质陶器出现频率变高，器形以钵、有肩弧腹罐、带盖三足罐最为常见，另见部分泥质陶兽面
鼎、 形鼎、附耳鼎、提梁盉、盥盘、三足洗等礼器器形。随葬的竹、木器比较丰富，一些仿铜工
具如木削、木锛等仍然比较流行。水岩 Ｍ１０是一座成年男性的单棺崖葬墓，有四十八件随葬
品，不但前述泥质陶礼器均出自其中，还出有玉玦、玉环各一件。本期 Ｈ区崖葬显示出该地区
族群对于自身墓葬形制以及不随葬青铜制品的葬俗传统持续推崇，对于Ａ区新兴的泥质陶器
器形则迅速加以吸纳。
３．Ｉ区　仅青阳龙岗 Ｍ１一墓。该墓为竖穴土坑墓，墓坑内见有主棺、陪葬棺与边箱，主棺
为一棺一椁，随葬品主要出于主棺椁内及边箱之中，陪葬棺内仅存少量朽骨。墓坑内封填青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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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第五期墓葬分区示意图
１．宣城砖瓦厂　２．南京宝塔顶　３．武进孟河　４．无锡施墩　５．苏州小真山　６．上海嘉定
外冈　７．上海青浦福泉山　８．长兴西山　９．安吉五福　１０．上虞凤凰山
　
泥。简报认为墓葬年代当属春秋晚期〔１〕，似嫌偏早。该墓所出楚式附耳铜鼎年代属于春秋战
国之际。所见铜戈形制虽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但在战国早期仍有一定沿用，且颇受楚人喜
爱〔２〕。所出铜剑形制则主要流行于战国早中期。综上，应将该墓年代断为战国早期较为合
适。其墓坑及木椁形制及封填膏泥的做法与同期楚墓基本一致，但主棺采用独木棺则颇具地
方特色。随葬品中所见铜鼎、陶器以及竹、木、漆器均为楚文化典型遗物。墓中未见任何原始
瓷器或硬陶器随葬，显示出与同期Ａ区墓葬的根本差别。故而将其单独列作Ｉ区，是为江南
地区所见的战国早期楚墓。
（五）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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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阳县龙岗春秋墓的发掘》，《考古》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井中伟：《东周吴越铜戈比较研究》，《东南文化》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本期中 Ｈ区消失；Ａ区范围全面萎缩，Ｉ区范围极大扩展（图一〇）。
１．Ａ区　仅上虞凤凰山 Ｍ１４４一墓。凤凰山墓地的年代范围涵盖第一至五期，第一期墓
葬二座（均为土墩墓），第二期墓葬一座（土墩墓），第三期墓葬三座（土墩墓一座、竖穴土坑墓二
座），第四期墓葬二十三座（土墩石室墓一座、瓮棺葬一座、竖穴土坑墓二十一座），第五期墓葬
一座（竖穴土坑墓）。该墓地的主要使用时期为战国早、中期。凤凰山 Ｍ１４４出土原始瓷钵五
件、双耳盖罐一件，印纹硬陶坛二件、罐五件，夹砂陶釜一件，以及各类泥质陶器十八件。随葬
品组合基本同于此前一期的Ａ区中小型墓，但泥质陶器所占比例进一步提高。从所出Ⅲ式原
始瓷双耳盖罐的形制分析，其兽形器耳的上部已超出器口，更接近于西汉早期同类器的形制。
所见印纹硬陶坛的肩径与底径之比也较Ⅳ式印纹硬陶坛更大。可知该墓年代当属战国晚期，
为Ａ区墓葬孑遗。
２．Ｉ区　分布范围向东极大扩展，基本包括了钱塘江以北的广大区域〔１〕。均为竖穴土坑
墓，部分墓内保存有矩形箱式木椁，墓坑内常封填青膏泥。随葬品以典型楚式的泥质陶器为
主，通常以鼎、盒、钫、壶、高柄豆、杯、勺等构成稳定组合，小口圜底罐、平底罐、 、俑头及俑手
也较常见。另有一类高温釉陶壶时常出现在组合之中，替代泥质陶壶，属于有特色的新兴器
物。偶见少量Ⅲ式原始瓷双耳盖罐共出。玉璧、琉璃璧及楚式的漆、木器均较常见。大中型墓
内时有铜器出土，器形主要有铜鼎、壶、敦、盉、鉴、洗、 、豆、勺，以及铜戈、剑、弩机、镞、矢，还
有铜灯、镜、印章等，均可归为楚文化遗物。
四　族属推定
（一）Ａ区族属
Ａ区墓葬的分布地域及其在各期中的变化显示出，在第五期之前，Ａ区范围始终保有衢
江—富春江—钱塘江流域，从第二期开始在太湖地区与Ｂ区相接，至第三期时则与Ｂ区先后
交替占有太湖东部地区，在第四期吞并了此前Ｂ区的大部分范围，至第五期则全面萎缩。结
合早期文献线索，可对Ａ区墓葬的国别与族属做出推定。
《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记载夫椒之战越国败于吴国后，夫差增封句践国土“东至于句
甬，西至于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纵横八百余里”，且夫差说：“夫越本兴国千里，吾虽
封之，未尽其国。”可知此役败于吴国之前越国国境理当更大。一般认为句甬在今宁波，李在
今桐乡，姑末在今龙游，平原在今海盐〔２〕。大体上此时越国国境仍保留有杭嘉湖平原、宁绍平
原和金衢盆地当不会错。对比可知，在春秋晚期偏晚，已然让渡出太湖东部地区的Ａ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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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在杭州湾南岸清理的宁波南郊火车站第１２５号战国墓似亦属本区墓葬，资料未正式发表，参姚仲源：《浙江德
清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兼谈原始青瓷生产和使用中的若干问题》，《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孟文镛：《越国史稿》，２２５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正与此时的越国疆域吻合。而夫椒之战以前（公元前４９４年以前）及越国灭吴以后（公元前
４７３年以后），越境又较其间更大，这也同Ａ区范围在第三、四期的变化大致相合。现有的考古
资料已能证实在灭吴以后的第四期内，Ａ区墓葬在太湖东部、北部，甚至此前从未达到的宁镇
地区均有所分布。以上表明第三、四期Ａ区墓葬的分布范围大体与同期越国国境相当。
越国的主体族群为于越〔１〕，故第三、四期Ａ区内绝大部分墓葬的族属可推定为于越。但
要注意的是，在越国灭吴前后，并非越国国境之内的所有墓葬均是于越族民的墓葬，如前述绍
兴 Ｍ３０６的墓主很可能是徐舒贵族，类似绍兴凤凰山三墓及茅家山墓的墓主则可能是如范蠡、
文种一样服务于越国这一政体中的楚人或其后裔。在当时越国的中心城市出现使用其他葬俗
的非于越族民实属正常。第五期Ａ区墓葬的分布范围极大萎缩，但至少在宁绍平原还保留有
比较典型的Ａ区墓葬。当此时楚国已尽取钱塘江以北之越境，并设江东郡辖制之。《史记·
越王句践世家》载：“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
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应为此时越国内部政治情形的真
实写照。作为诸侯国存在的越国政体已经崩溃，但仍有少量于越族群活动于本区，是以第五期
Ａ区墓葬的族属仍为于越。但在国别上，墓主只能算作越国遗民。
再考察第一、二期Ａ区墓葬的国别与族属。《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无余传世十
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自后稍有君臣之义，号曰无壬。
壬生无……无卒，或为夫谭。夫谭生元常。”元常即允常，是句践之父。在比较可靠的文献
记载中无余至句践之间的世系均残缺不全，句践之前至多追溯到无壬。无壬之时大致处于春
秋中期，其子无或与吴王寿梦活动的时期相当。可知，文献显示越国在春秋中期应当是确实
存在的。如以此时的越国墓葬即第三期偏早时段的Ａ区墓葬为基点向前追溯，可以发现该时
段Ａ区墓葬的分布范围与第二期相比差别不大。但在第二期Ａ区内部尚可细分两个相对独
立的小区，其中Ａ６小区常见土墩石室墓，而Ａ５小区内尚未见有同期的土墩石室墓。相较而
言，第二期Ａ６小区墓葬的族属为于越的可能性较大，至于Ａ５小区墓葬的族属即便不是于越，
也是与其关系十分密切的族群。如再向前追溯，第一期时土墩石室墓这一形制还未出现，Ａ区
所见墓葬相对集中地分布于Ａ１—Ａ４小区内，难以指认哪个小区中的墓葬族属是于越的直接
前身。
概言之，Ａ区墓葬应当是同于越族及越国密切相关的考古学遗存，至少第二期Ａ６小区及
其后Ａ区墓葬的主体族属可归为于越，第三、四期Ａ区墓葬的国别可定为越国，第五期Ａ区
墓葬是越国遗民的墓葬。
（二）Ｂ区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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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于又可写作於，越又可写作粤，该族称见诸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逸周书》和《春秋》等，如《春秋·定公
五年》载：“於越入吴。”
Ｂ区墓葬的存续时间、分布地域及其在各期中的变化显示，Ｂ区存在于第一至三期，分布
范围始终保有宁镇地区；第二期Ｂ区范围向东南与西南两个方向拓展，东进与同期Ａ区相交，
南下吞并第一期Ｃ区范围；第三期内Ｂ区逐步将太湖东部地区归入自身。结合文献，可对Ｂ
区墓葬的国别与族属做出推定。
已知第三期Ａ区墓葬国别为越国，则此时与之交替占有太湖东部地区的Ｂ区墓葬国别必
为吴国。在春秋中晚期，吴、越两国史事见诸《春秋左氏传》，从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５４４
年）吴国伐越，至鲁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４７３年）越国灭吴，短短七十二年中两国间可考之战
事即有十次〔１〕，吴、越相争的焦点与主要战场便在太湖东部地区。第四期时Ｂ区消失，Ａ区
墓葬的分布范围扩展至宁镇地区，也同越国灭吴，统辖吴地的史实相符。
第一至三期Ｂ区墓葬的葬俗特点一脉相承，一些阶段性的变化也都渊源有自，可知第一
至三期Ｂ区墓葬均为吴国墓葬。《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吴国从太伯至夫差之间的世系有明
确记载，但学者对于太伯是否出奔荆蛮、所奔之处究竟在哪等问题仍大有争论。考古学界的主
流观点认为，西周时期吴文化的中心在今宁镇地区。在第一期Ｂ区大型墓内确实存有一组不
容忽视的中原型铜器因素，从墓葬考古角度可以推断，至迟在西周中期吴国业已建立并与西周
王朝存在一定联系。
第二期Ｂ区墓葬的分布范围主要向皖南地区和太湖地区强力扩张，表明此时吴国国力渐
强。《越绝书·军气》“吴故治西江”，有学者认为此西江当指水阳江或青弋江〔２〕，有一定道理。
第二期Ｂ区向西南拓展不仅吞并原有Ｃ区范围，且一直延伸至九华山一线。皖南沿江丘陵地
区富集的铜矿资源应当是吸引吴国西进的主要原因，据学者研究南陵牯牛山城址很可能即是
一处西周时期吴国经营本地铜矿开采和冶炼的管理中心〔３〕。与此同时，Ｂ区范围东扩越过茅
山，渐与Ａ区相接，吴国同于越族群的交流渐趋频繁。
在相关文字史料中并未见有吴国主体族群的明确称谓，“荆蛮”或“句吴”显非其族称。吴
国主体族群的构建与最初形成应当同第一期内西周文化因素的植入相关，很可能是来自中原
的高级别人群与本地及邻近之土著族群在政体下的一种有机结合，这样的族群相对更愿意接
受外来的文化因素。故而，对于《越绝书》提到吴民与越民“同气共俗”也须做正确理解。从典
型随葬品组合的分组情况来看，Ｂ区墓葬始终与Ａ区及与Ａ区相近的Ｄ、Ｅ、Ｆ、Ｇ、Ｈ区保持一
定区别。就Ａ、Ｂ两区墓葬所展现出的葬俗特点和文化面貌而言，吴民和越民应当是习俗相近
的两支不同族群。
（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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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
张敏、韩明芳：《虞舜南巡狩与勾吴的发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３期；张敏：《宁
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毛颖、张敏：《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１３４页，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Ｃ区墓葬可能只短暂存在于第一期偏晚时段的漳河流域。文字史料中对在西周中期活动
于这一区域内的族群没有明确记载，只能从考古学角度加以推测。Ｃ区墓葬均使用土墩墓，并
在随葬品中见有一定数量的原始瓷器与印纹硬陶器，可归入笼统的江南越族范畴。在Ｃ区墓
葬随葬品组合中常见的曲柄 形陶盉罕见于江南其他地区，而是江淮地区周代遗存中比较典
型的遗物〔１〕。江淮地区的周代族群，一般认为应属淮夷。故而Ｃ区墓葬的族属可能是一支
与淮夷群体关系较为密切的越人。
Ｄ区墓葬见于第一、二期的新安江流域，位处新安江上游的弈棋墓地年代偏早、级别较高，
位于新安江下游的左口墓地年代略晚、级别稍低。有学者指出弈棋墓地的族属可能是文献记
载中的“干越”〔２〕，颇有见地。《管子·小问》载：“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入军门。国子挝其
齿，遂入，为干国多。”郭沫若认为此战可能在春秋以前，至迟也在春秋早期，此役之后干国很可
能即被吴国灭掉〔３〕。据此可知吴、干相邻，二国国力或可匹敌，干为吴所灭。通过前文分析，
可知吴国自第二期始即已吞并皖南沿江地区，故其与位于皖南腹地的国家可谓相邻。在第一
期及第二期偏早时段Ｄ区墓葬所表现出来的青铜器和原始瓷器制造水平颇为高超，铜剑制作
工艺似处于同期领先地位，已见弈棋 Ｍ３墓主的社会地位明显与同期Ｂ区所见吴国大型墓的
墓主不相上下，显示出区内族群的实力相当强大，或可与吴国略相匹敌。进入第二期特别是第
二期偏晚时段，Ｄ区族群明显衰落，且有向新安江下游地区迁徙的迹象，至第三期时已不见典
型的Ｄ区墓葬，其所代表的族群或已融入到了业已建立的越国之中。如上所述，Ｂ、Ｄ两区墓
葬显示出各自的发展水平、分布地域及消长态势均与文献中提示的线索基本契合，可知Ｄ区
墓葬的族属当为干越，国别应为干国。
Ｅ区墓葬的存续时间大致处于第一至三期，主要分布在武夷山脉东西两翼地带，并始终保
有闽江上游地区。《周礼·夏官·职方氏》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
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有学者认为《职方氏》所谓的“七闽”当为后来闽
越族的前身〔４〕。因目前所见本区战国时期考古材料比较欠缺，因此很难将Ｅ区墓葬所代表
的群体与西汉初期“复立”的闽越国做直接联系。不过，通过考察第一、二期Ｅ区墓葬的文化
内涵，可以发现新兴的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和青铜器器形南渐与本地固有的印纹陶文化传统
有机结合，可能代表了“土客结合”的早期闽越族文化。故而，将Ｅ区墓葬的族属推定为闽越
也是有可能的。
Ｆ区与Ｇ区墓葬同处于浙南沿海地区，时代亦有所重叠。陈元甫认为Ｆ区、Ｇ区墓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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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２８５—２８８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刘玉堂：《论屯溪西周墓的族属》，《江汉考古》１９８６年增刊２；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１７７－１７９
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郭沫若：《吴王寿梦之戈》，《郭沫若全集·考古编·金文丛考补录》，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１０页，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当均系瓯越族的墓葬〔１〕。《山海经·海内南经》载：“瓯居海中。”郭璞《注》：“今临海永宁县，即
东瓯，在岐海中也，音呕。”另有一条线索，附耳铜矛在Ｆ区墓葬中出现时间最早且形制有所发
展，很可能是附耳短剑的祖型。《越绝书·宝剑》中记载春秋时期吴国有干将、越国有欧冶子，
均为铸剑名师，而干将之师正为欧冶子〔２〕。类似故事可能有一定现实依据，即西周早中期活
动于瓯地的族群确实具有比较高超的铸剑技艺，并且影响过同样以铸剑闻名的干越族群。因
之，将Ｆ区墓葬族属推定为瓯越是有道理的。但本文并不倾向于认为这支瓯越族群在第一期
之后即改用支石墓。Ｆ区墓葬消失的原因，可能与Ｇ区墓葬在第二期的拓展有关。Ｇ区墓葬
的族属，尚无线索可资推定。
Ｈ区崖葬的年代大致从春秋中期延续至战国中期，族属在文献中缺乏明确记载。就墓葬
形制而言，应和武夷山九曲溪类型崖葬有一定继承关系。从随葬品组合分析，则更多与同期越
国中小型墓相近，不流行随葬青铜制品的葬俗传统也和于越族墓葬相同。
Ｉ区墓葬反映出的文化面貌和葬俗特点与楚墓近同，可推定其墓主族属主要为楚人。第
五期Ｉ区墓葬散布于江南地区北部，未深入本区南部的山地、丘陵及河谷盆地，说明楚人在较
长时间内并未大量进入钱塘江以南的越国故地，而且其对于钱塘江以北的“故吴地”也是采取
进驻重点城市的管辖方式。大中型楚墓主要在太湖东北部和西南部以苏州、安吉为中心的区
域有较多发现，可知上述二地不仅是原本越国统治江南的重要中心，也是战国晚期楚国辖制越
地的重镇。第四期Ｉ区墓葬仅见于九华山附近的青阳一带，此前这里是吴国的统辖范围。越
国灭吴之后，虽然占领了大量的吴国故土，不过其势力似乎并未达到皖南地区青弋江以西的广
大区域。这片土地应当随即被楚国接管，而划归楚境。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江南地区周代墓葬与文化分区研究”（１８ＣＫＧ００９）阶段性
成果。拙稿承蒙王立新教授悉心指导，又获井中伟、陈小三教授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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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甫：《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９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浙江石棚墓
研究》，《东南文化》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干将称其先师为“欧冶”，见陆广微：《吴地记》，２５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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